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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认知、意愿及其影
响因素
———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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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公园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态度直接影响野生动物保护政策有效实施以及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机制。 迄今，学术界

鲜有从原住民认知与意愿角度探讨野生动物肇事的成果，基于自然保护地国家公园的相关研究尚未见报道。 根据 ４４９ 份有效

调查问卷及深度访谈数据，论文采用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法，探讨武夷山国家公园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认知、意愿及

其影响因素。 结果表明：（１） 多数原住民经历过野生动物肇事，其农作物及牲畜受到严重损害，野猪（Ｓｕｓ ｓｃｒｏｆａ）为研究区域主

要的肇事动物。 （２） 种群数量增加、食物短缺和生存空间受限是野生动物肇事的主要原因。 （３） 学历、经历及认可政府应对肇

事的方式对原住民防范野生动物肇事意愿的影响显著。 在此基础上，提出遵循生态规律、保护栖息地、提升认知与意愿、实行社

区共管、建立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以及引入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等对策，希望能够深化对野生动物肇事特征及机理的科学

认识，为有效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推进国家公园人与野生动物和谐提供政策参考。
关键词：野生动物肇事；自然保护地；社区共管；武夷山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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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野生动物是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存状况同人类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１］。 然而，随着

人口的快速膨胀和土地利用方式的急剧改变，野生动物栖息地被不断蚕食［２］。 与此同时，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不断进步尤其是自然保护地体系日益完善，部分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得以恢复，其觅食难度也随之增加，二者的

综合作用导致野生动物与人类争夺生存空间的矛盾不断升级［３］。 近年来，野生动物肇事在世界各地均有发

生，且冲突频次和经济损失均在上升，在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尤为突出［４］。 １９９７—２００６ 年间卢森堡被野猪

（Ｓｕｓ ｓｃｒｏｆａ）破坏的庄稼面积达 ３９００ ｈｍ２，经济赔偿 ５２７ 万欧元［５］；近 ２０ 年来，云南省因亚洲象（Ｅｌｅｐｈａｓ
ｍａｘｉｍｕｓ）肇事导致 ５３ 人死亡，２９９ 人受伤，造成的经济损失约 ３．２７ 亿元［６］。 在此背景下，公众对野生动物肇

事的态度以及如何协调人与野生动物关系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主

要集中在野生动物肇事时空分布、产生原因、防范措施以及肇事补偿等方面，关注的对象除了亚洲象、棕熊

（Ｕｒｓｕｓ ａｒｃｔｏｓ）、雪豹（Ｕｎｃｉａ ｕｎｃｉａ）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外，也有野猪等非国家重点保护种群。 不同区域不同

类型的野生动物肇事的时空特征各有不同，但总体上秋季野生动物肇事频率较高，位于森林与社区交界处的

居民遭受动物肇事的概率较大。 如江晓萍等［７］发现 ８—９ 月份是江西省野猪与人冲突的高峰期，且生活在林

缘、县界的居民面临野猪肇事的可能性较大；杨文忠［８］等发现白马雪山南段的黑熊（ Ｓｅｌｅｎａｒｃｔｏｓ 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ｕｓ）、云
豹（Ｎｅｏｆｅｌｉｓ ｎｅｂｕｌｏｓａ）、猕猴（Ｍａｃａｃａ ｍｕｌａｔｔａ）等动物肇事频率在时间上呈“秋季高发、冬春季低发”的季节特

征；在空间上呈距社区 ４ ｋｍ 以内区域肇事频率与距离呈线性正相关的空间特征。 在野生动物肇事原因方面，
多数学者将其归结于人口增长、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动物食性改变、动物栖息地丧失等［２，９—１１］。 随着人与野生

动物冲突不断加剧，政府管理者及当地群众采取多样化的防范措施缓解人兽冲突。 如有学者提出建设动物食

物源基地，开展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进行适当的产业结构调整等对策［１２］；管理者及当地居民经常通过设置

篱笆、围墙、壕沟、电网等障碍物阻止野生动物侵入［１３］，有的则利用发声、照明和气味等传统方式驱赶野生动

物［１４］。 除上述措施外，建立肇事补偿机制、实施商业保险等方式已在多个地区得到应用。 当然，在实践中存

在公平性等问题也给补偿政策实施带来诸多困难［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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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学者对野生动物肇事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深化了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科学认识。 然而，纵观国内

外相关研究，学者们较多使用生态学方法研究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影响，而从原住民认知与意愿角度探讨野生

动物肇事问题的成果较少［１６—１８］，基于重要自然保护地国家公园的相关研究更鲜见于报道。 众所周知，人类是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主体，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认知与意愿直接影响野生动物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以及

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机制的构建，了解当地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认知与意愿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协调人与

动物关系意义重大。 鉴于此，本文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探讨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认知、意愿及其影响

因素，希望能够深化对野生动物肇事特征及机理的科学认识，为有效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推进国家公园人

与野生动物和谐提供政策参考。

１　 区域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武夷山国家公园位于武夷山脉北端福建省武夷山市、建阳区、邵武市、光泽县四县（市、区）的结合部，北
部与江西省铅山县毗连，地理范围为 ２７°３３′—２７°５４′ Ｎ，１１７°２７′—１１７°５１′ Ｅ，总面积 １００１．４１ ｋｍ２，年均气温

１７—１９℃，年平均降雨量 １４８４—１７８０ ｍｍ，属于典型亚热带季风气候，是中国东南大陆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

区，同时也是世界同纬度带现存面积最大、最典型、保存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图 １）。 国家

公园生境优越，是野生动物栖息繁衍的理想场所，被中外生物学家誉为“蛇的王国”“昆虫世界”“鸟的天堂”。
根据《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专项规划》，国家公园共记录野生脊椎动物 ５ 纲 ３５ 目 １２５ 科 ３３２ 属 ５５８ 种，占福建

省的 ３３． ２７％，其中包括黑麂 （Ｍｕｎｔｉａｃｕｓ ｃｒｉｎｉｆｒｏｎｓ）、藏酋猴 （Ｍａｃａｃａ 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ａ）、崇安地蜥 （ Ｐｌａｔｙｐｌａｃｏｐｕｓ
ｓｙｌｖａｔｉｃｕｓ）等 ７４ 种中国特有种。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中国十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涉及 ２８ 个自然村 ７３９ 户

３３５２ 人，原住民主要从事茶叶种植销售、毛竹加工等活动，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也从事饮食服务、民宿

及农家乐等经营活动。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探讨自然保护地野生动物保护与原住民关系的理想案例地。

图 １　 研究区域及调查样点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ｔｅｓ

１．２　 数据来源

除武夷山国家公园官方数据资料、相关的政策文件及网络新闻外，本研究的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国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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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社区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在充分了解武夷山野生动物肇事和原住民生计情况的基础上设计了调查问

卷，主要包括：个体与家庭基本信息、野生动物肇事现象及原住民人身财产受损状况、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

的认知、意愿及防范措施等。 为了弥补问卷调查的不足，还采用了半结构式访谈。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课题组在武夷山国家公园 ９ 个乡镇中随机选择 １３ 个村，根据每个村农户家庭数，采用等比

例抽样法随机抽取农户。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在样本村发放 ４６７ 户份问卷，剔除漏选率超过 ２０．０％的问卷，
共回收有效问卷 ４４９ 份，回收率为 ９６．１％。 受访者中，男性占 ５１．５％，女性占 ４８．６％；３６—５５ 岁之间的约占总

样本数的一半（４９．４％）；８９．３％已婚；４７．２％家庭年收入在 １—４ 万元，４—８ 万元的占 ２８．３％；小学以下学历的

占 ３６．１％，初中以下的占 ６８．８％（表 １）。 样本总体符合当地原住民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 １　 受访者的社会经济属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属性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频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比重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属性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频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比重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男 ２３１ ５１．５ 初中 １４７ ３２．７

女 ２１８ ４８．６ 高中或中专 ９３ ２０．７

年龄 Ａｇｅ １６—２５ 岁 ３４ ７．６ 大学及以上 ４７ １０．５

２６—３５ 岁 ５７ １２．６ 家庭年收入 １—４ 万元 ２１２ ４７．２

３６—５５ 岁 ２２２ ４９．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４—８ 万元 １２７ ２８．３

５６—６０ 岁 ５０ １１．１ ｉｎｃｏｍｅ ８—１２ 万元 ６３ １４．０

６０ 岁及以上 ８６ １９．２ １２ 万元以上 ４７ １０．５

文化程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文盲 ５３ １１．８ 婚姻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未婚 ４８ １０．７

小学 １０９ ２４．３ 已婚 ４０１ ８９．３

１．３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图 ２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图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１．３．１　 分析框架

为了揭示国家公园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认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尝试构建一个分析框架

（图 ２）。 首先，了解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认知，包括对现象、损害和原因的认知。 其次，鉴于目前学者们

较多研究居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支付意愿、受偿意愿，且自变量多以居民的个体特征为主［１９］，本研究尝试将

原住民防范野生动物肇事的支付意愿、栖息地保护意愿、搬迁意愿及参保意愿整合为综合意愿，并将家庭特

征、遭受野生动物肇事的经历以及认知因素作为自变量，以此探讨原住民缓解野生动物肇事综合意愿的影响

因素。 在此基础上提出协同野生动物保护与原住民生计安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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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数据处理与变量赋值

将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支付、栖息地保护、搬迁及参保意愿等权重相加得到的综合得分作为原住民

缓解野生动物肇事的综合意愿。 以“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综合意愿”为因变量，将其分为“较差（１．２５—
２）”“一般（２．２５—３）”“较好（３．２５—４）”３ 个等级，以个人情况、家庭特征、过往经历和认知因素为自变量。 由

于假定自变量数量较多，先进行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将所有自变量引入回归方程，筛选出具有显著统计

学意义的自变量（Ｐ＜０．１５），再对自变量共线性进行诊断，最后进行有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与显著性检验。 各

变量赋值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相关自变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变量含义与赋值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个体特征 性别（Ｘ１） １＝男性，２＝女性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年龄（Ｘ２）
１＝ １６—２５ 岁，２ ＝ ２６—３５ 岁，３ ＝ ３６—５５ 岁，４ ＝ ５６—６０ 岁，５ ＝ ６０ 岁及
以上

教育程度（Ｘ３） １＝文盲，２＝小学，３＝初中，４＝高中或中专；５＝大学及以上

婚姻状况（Ｘ４） １＝未婚，２＝已婚

家庭特征 家庭年收入（Ｘ５） １＝ １—４ 万元，２＝ ４—８ 万元，３＝ ８—１２ 万元，４＝ １２ 万元以上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家庭总人口（Ｘ６） １＝小于 ３ 人，２＝ ３ 人，３＝ ４ 人，４＝ ５ 人，５＝大于 ５ 人

耕地面积（Ｘ７）
１＝ ０．３３ ｈｍ２ 以下，２＝ ０．３３—０．６７ ｈｍ２，３ ＝ ０．６７—１．３３ ｈｍ２，４ ＝ １．３３ ｈｍ２

以上

小型家畜数量（Ｘ８） １＝ ０ 只，２＝ １—１０ 只，３＝ １１—２０ 只，４＝ ２１—３０ 只，５＝ ＞３０ 只

过往经历 遭遇过野生动物肇事次数（Ｘ９） １＝ ０ 次，２＝ １ 次，３＝ ２ 次，４＝ ３ 次，５＝ ３ 次以上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受损概况（Ｘ１０） １＝很大，２＝较大，３＝一般，４＝很小，５＝无损失

认知因素 肇事补偿及时性（Ｘ１１） １＝是，２＝否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对补偿的满意程度（Ｘ１２） １＝非常不满意，２＝不满意，３＝一般，４＝满意，５＝非常满意

对政府防范动物肇事的满意度（Ｘ１３） １＝非常不满意，２＝不满意，３＝一般，４＝满意，５＝非常满意

获得肇事信息的渠道数量（Ｘ１４） １＝无渠道，２＝ １ 种，３＝ ２ 两种，４＝ ３ 种，５＝大于 ３ 种

原住民认可政府应对肇事的方式（Ｘ１５） １＝不知道，２＝ １ 种，３＝ ２ 种，４＝ ３ 种，５＝ ４ 种，６＝大于 ４ 种

对野生动物肇事了解情况（Ｘ１６） １＝从未听说，２＝听说过但未见过，３＝听过且见过

因变量 参保意愿 １＝不参保，２＝参保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栖息地保护意愿 １＝非常不愿意，２＝不愿意，３＝一般，４＝愿意，５＝非常愿意

综合意愿 支付意愿
１＝不愿意支付，２ ＝ ５００ 元以下，３ ＝ ５０１—１０００ 元，４ ＝ １００１—３０００ 元，５
＝ ３０００ 元以上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搬迁意愿 １＝非常不愿意，２＝不愿意，３＝一般，４＝愿意，５＝非常愿意

１．３．３　 计算模型及变量选择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离散模型，常用于数据的挖掘、诊断及预测［２０］。 本研究的因变

量———综合意愿被界定为 ３ 个层次，为有序多分类变量。 有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能对有序分类因变量进行多变量

建模，同时引入连续自变量和分类自变量能够满足研究需要。 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如下［２０］：

ｐ ｊ ＝ ｐ ｙ ≤ ｊ ／ ｘ( ) ＝
ｅｘｐ ａ ｊ ＋ ∑

ｎ

ｉ ＝ １
βｉｘｉ( )

１ ＋ ｅｘｐ ａ ｊ ＋ ∑
ｎ

ｉ ＝ １
βｉｘｉ( )

（１）

式中，ｙ 代表综合意愿； ａ ｊ 是常数项回归系数； βｉ 是系数； ｘｉ 表示自变量（ ｉ＝ １，２，…，ｎ）；ｊ ＝ １，２，３ 分别代表原

住民对缓解动物肇事综合意愿的 ３ 个等级。
为了探讨不同特征对原住民综合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拟采用 ３ 个模型，如前文所述在筛选出具有显著

统计学意义自变量的基础上，借鉴前人将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作为重要保护态度指标的研究成果［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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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１ 将个体及家庭属性中的教育程度、婚姻、年龄、家庭年收入作为独立变量。 越来越多研究成果表

明［１６，２１—２２］，在个人利益和生计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人们对野生动物的态度往往变得消极，因此模型 ２ 加入了

过往经历因素，包括原住民经历野生动物肇事的次数以及受损的情况；模型 ３ 则纳入了认知因素，包括是否及

时收到动物肇事的补偿、对肇事补偿的满意度、对政府防范动物肇事的满意度、以及原住民认可政府应对肇事

的方式等。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认知

２．１．１　 野生动物肇事现象认知

有 ７９．７％的原住民亲身经历过野生动物肇事，７２．２％从朋友、家人或同学处听闻，１４．９％则是从手机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渠道了解相关情况，仅有 １０．２％、９．８％、４．０％与 ３．８％的原住民通过社区居委会、保护区管委会

及宣传标语知晓此类事情。 多次（３ 次以上）遭受野生动物侵袭的原住民占 ６３．０％，仅 ７．４％从未经历过。 肇

事的野生动物类型多样，其中野猪（９５．３％）是最普遍的肇事动物，蛇（５２．３％）和鸟类（４４．３２％）次之。 武夷山

国家公园野生动物肇事现象比较严重，多数原住民都亲身经历过，然而当地社区居委会、保护区管委会对野生

动物肇事现象宣传不足，原住民获取本地野生动物肇事消息的渠道有限，可能会导致原住民未能及时有效地

防范野生动物，造成不必要的财产及人身损失。
２．１．２　 野生动物肇事损害认知

研究区内野生动物肇事损害类型主要为农作物及牲畜受损，因野生动物侵袭导致农作物减产的原住民多

达 ９１．１％，部分原住民因野生动物肇事造成牲畜或家禽受损（２２．３％）、生产设施受损（２１．２％）、产生害怕野生

动物的心理（１９．２％）。 由于种植的农作物频频被野猪等野生动物践踏，当地原住民对野生动物逐渐产生抵触

心理，这对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２．１．３　 野生动物肇事原因认知

野生动物肇事的原因是多维的，超过一半的原住民认为野生动物数量增加（５９．９％）、食物来源不足（５９．
５％）是肇事的主要原因，４８．６％将其归因于野生动物对粮食的偏好，认为生存环境的改善导致野生动物肇事

频繁发生的占 ２８．３％，１３．６％认为人类生产活动侵占动物地盘也是野生动物肇事的重要原因之一。
２．２　 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综合意愿

２．２．１　 缓解野生动物肇事的支付意愿

大部分原住民只愿意为缓解野生动物肇事支付小额费用，其中，５６．１％的原住民愿意支付 ５０ 元以下，
２５．２％愿意支付 ５０—１００ 元区间内，愿意支付 １００ 元以上的仅占 １２．７％。 还有 ６．０％的原住民表示支付金额视

情况而定，大家出多少自己就出多少。 深度访谈也发现，原住民普遍认为保护野生动物、防范动物肇事应该是

各级政府的责任，未能充分意识到此事与每个人的利益有密切关联，也是自身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２．２．２　 栖息地保护的意愿

通过深度访谈，多数原住民表示愿意积极配合相关单位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而生态走廊的建设作为栖

息地保护的一种重要手段，既能扩大野生动物的食物来源和活动空间，又能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减少遭受野生

动物肇事的损失［２３］。 因此，大部分原住民（７１．１％）愿意配合当地政府建设生态走廊，仅 １４．５％对此的态度一

般。 当然，仍有 １５．１％的原住民认为建设生态走廊会影响他们的生计，因此持反对态度。
２．２．３　 搬迁意愿

异地搬迁作为应对野生动物肇事、减轻居民损失的常用方法［２４］，在云南等野生动物肇事严重的地区得到

了广泛应用。 然而调查发现，即便在相关政策与适当补偿的前提下，６９．９％的原住民仍不愿意搬迁，愿意搬迁

的仅占 ２０．４％。 深度访谈时发现，农作物作为原住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若搬迁至其他地区，原住民无法方便地

务农工作；此外，４９．４％的原住民为 ３６—５５ 岁的中年人，他们长期生活在此，已对当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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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搬迁补偿到位，也不愿轻易搬离。 上述因素在后续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
２．２．４　 参保意愿

近年来，通过保险体系转移野生动物侵害风险，实现由政府直接补偿向商业保险补偿的转变已应用于人

与野生动物冲突频发地区，并取得了良好成效［２５］。 然而，可能由于政策不完善或宣传不够到位，５４．３％的原住

民表示愿意参保，不愿意参保的却占 ４５．６％。 选择参保的原住民教育程度普遍较高，风险与市场意识较强，因
而也更容易接受新的措施。
２．３　 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综合意愿的影响因素

２．３．１　 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与自变量共线性诊断

在 ＳＰＳＳ 中用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１６ 个自变量与原住民对动物肇事综合意愿的关系。 筛选显著性水

平低于 ０．１５ 的自变量进入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影响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态度的因素

包括年龄（Ｘ２）、教育程度（Ｘ３）、婚姻状况（Ｘ４）、家庭年收入（Ｘ５）、经历次数（Ｘ９）、受损概况（Ｘ１０）、补偿及时

性（Ｘ１１）、对补偿满意度（Ｘ１２）、对政府防范肇事的满意度（Ｘ１３）、原住民认可政府应对肇事的方式（Ｘ１５）１０ 个

变量。 将经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筛选后的自变量做共线性检验，所有自变量容差均大于 ０．３５，方差膨胀因子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均小于 ３（表 ３），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满足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的

假设。

表 ３　 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自变量共线性统计量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ｍｕｌｔｉｃｌａｓ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自变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容差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方差膨胀因子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年龄 Ａｇｅ（Ｘ２） ０．４９８ ２．００７
教育程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Ｘ３） ０．５５８ １．７９３
婚姻状况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Ｘ４） ０．６６５ １．５０４
家庭年收入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Ｘ５） ０．７９３ １．２６１
遭遇动物肇事次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Ｘ９） ０．６９５ １．４３８
受损概况 Ｄａｍａｇｅ （Ｘ１０） ０．７１８ １．３９３
肇事补偿及时性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Ｘ１１） ０．８７４ １．１４４
对补偿的满意程度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Ｘ１２） ０．４０１ ２．４９１
对政府防范动物肇事的满意度（Ｘ１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Ｘ１３）

０．３８７ ２．５８３

认可政府应对肇事的方式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Ｘ１５） ０．８６４ １．１５８

２．３．２　 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以上结果，原住民对缓解野生动物肇事综合意愿的影响因素包括 ３ 个模型（表 ４），采用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原住民的个人及家庭特征、过往经历和认知因素对原住民综合意愿的影响。 模型均通过平

行线检验（Ｐ＞０．０５），说明各回归方程相互平行，可以使用有序多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分析［２０］。
模型 １ 揭示人口学属性与原住民综合意愿之间的关系。 教育程度对原住民缓解野生动物肇事的意愿影

响显著，且教育程度越高对此的意愿越强烈。 这可能是由于学历越高，对野生动物肇事的相关政策条例等知

识了解越多，态度也更加积极，更愿意为减缓野生动物肇事贡献自己的力量，此结果与 Ｍｏｈａｍｅｄ［２６］ 研究结果

一致。 模型 ２ 中，野生动物肇事次数对其影响显著，经历野生动物肇事的次数越多，遭受损失也越大，对野生

动物保护的态度更趋消极。 已有研究表明，在生计与利益受威胁的情况下，人们对缓解人兽冲突的意愿常常

会降低，如 Ｂｏｅｒ 等［２２］发现在莫桑比克，遭遇野象肇事致使农作物受损的村民对当地保护区的态度比未遭受

者更加消极。 模型 ３ 中，原住民认可政府应对肇事的方式对其影响显著，即原住民认可政府应对野生动物肇

事的方式越多，更愿意为此负责。 这可能是由于原住民对政府越加信任，从而更愿意配合政府部门的工作，自
身防范动物肇事的意愿也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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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原住民对缓解动物肇事综合意愿的有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４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 ａｎｉｍ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变量（参照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模型 １ Ｍｏｄｅｌ １ 模型 ２ Ｍｏｄｅｌ ２ 模型 ３ Ｍｏｄｅｌ ３

Ｂ Ｓ． Ｅ Ｅｘｐ（Ｂ） Ｂ Ｓ． Ｅ Ｅｘｐ（Ｂ） Ｂ Ｓ． Ｅ Ｅｘｐ（Ｂ）

个体特征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年龄 Ａｇｅ －０．０６２ ０．１１６ ０．９４０ －０．３２０ ０．１１８ ０．７３０ ０．０２０ ０．１１９ １．０２０

教育程度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０．２９０ ０．１１０ １．３４０∗∗∗ ０．３０８ ０．１１１ １．３６０∗∗∗ ０．２６７ ０．１１３ １．３１０∗∗

婚姻状况（已婚）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０．０９９ ０．３７０ １．１０４ －０．０３０ ０．３７４ ０．９７０ －０．０４０ ０．３７９ ０．９６０

家庭年收入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８ １．０９６ ０．０５５ ０．１０２ １．０６０ ０．０１３ ０．１０６ １．０１０

过往经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遭遇动物肇事次数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０．１６１ ０．０８７ ０．８５０∗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１ ０．９１０

受损概况 Ｄａｍａｇｅ ０．００４ ０．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１７ ０．１０３ １．０２０

认知因素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肇事补偿的及时性（不及时）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０．８５３ ０．６８７ ２．３５０

对补偿的满意度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０．１８９ ０．１９６ １．２１０

对政府防范动物肇事满意度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０．０７８ ０．１５６ １．０８０

认可政府应对肇事的方式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０．２４０ ０．０８１ １．２７０∗∗

　 　 ∗表示 Ｐ＜０．１；∗∗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 Ｐ＜０．０１

３　 讨论与政策启示

３．１　 讨论

（１） 武夷山国家公园中野猪是动物肇事的主体。 总体而言，野猪肇事频率在时间上呈“夏秋季高发、冬
春季低发”的季节特征，主要是因为野猪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杂食动物，夏、秋季气温较高，对比其他季节，
食物更加丰富且野猪的隐蔽条件更好［２７］。 在空间上，野猪肇事主要发生在远离人为干扰强的地区［２８］，其活

动范围大，并且不同性别的野猪活动范围有所差异，母猪的平均活动范围为 ４．２—８．０ ｋｍ２，而公猪在 ７．９—１１．６
ｋｍ２ ［２９］。 如前文所述，野生动物肇事可归因于野生动物数量增加、对粮食的偏好、缺少生存空间等。 自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建设以来，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相继出台了《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
等文件，严厉打击各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国家公园内动物得到有效的保护，生物多样

性不断提升。 在 ２０１９ 年科考活动中由红外相机监测收集的 ２．１８ 万条 ／张物种影像记录和照片里就出现了藏

酋猴（Ｍａｃａｃａ 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ａ）、黑熊和野猪等物种，并首次发现了黑头鹀 （Ｅｍｂｅｒｉｚａ ｍｅｌａｎｏｃｅｐｈａｌａ）、雨神角蟾

（Ｍｅｇｏｐｈｒｙｓ ｏｍｂｒｏｐｈｉｌａ）等物种。
（２） 当地产业结构尤其是作为国家公园原住民主要经济来源的茶叶种植也是野生动物肇事的原因之一。

特别是非法开垦茶山的行为让这些本来应属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区域变成了茶园。 近年来，在当地政府严格

控制茶园面积与严厉打击毁林种茶的背景下，２０１９ 年茶园面积仍然达到 ２６．４３ ｋｍ２，野生动物生存空间在一

定程度上仍受到挤压，主要食物来源相应减少，也会造成野生动物与人类冲突。
（３） 显然，人们对野生动物肇事的认知、意愿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政策的有效实施，

而教育程度、过往经历、对政府采取防范措施的了解程度对原住民的态度也有显著影响。 野生动物肇事给原

住民带来的损失及对动物肇事的主观认识偏差会导致其对野生动物产生排斥心理，甚至产生报复性猎杀等行

为［３０］。 如前文所述，原住民普遍认为靠自己支付费用效果甚微，因此多数原住民只愿意为缓解人兽冲突支付

小额度的费用。 当地政府对处理野生动物肇事的重视程度和资金投入力度是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关键

因素，然而对于不同的缓解措施，原住民的态度却迥异。 近年来，随着保护工作力度的加强及生态恢复和禁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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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政策的实施，原住民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不断提升。 但对于异地搬迁，多数原住民表示即使政府补偿到位

也不愿意离开自己耕种的土地。
（４） 当前野生动物肇事赔偿标准偏低，如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年，陕西省发生 ４４ 起羚牛（Ｂｕｄｏｒｃａｓ ｔａｘｉｃｏｌｏｒ）肇事

事件，致使 ５５ 人受伤，４ 人死亡，而核定损害金额仅 １２２．３ 万元［３１］，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三江源区的囊谦县、曲麻莱

县和治多县至少发生 ６２５ 起人与狼（Ｃａｎｉｓ Ｌｕｐｕｓ）、棕熊、雪豹等野生动物冲突事件，折合经济损失仅 ３３０．５９
万元［３２］。 因此，有必要引入商业保险等市场化手段。 然而，目前由于宣传不足、原住民的风险意识不足及相

关机制不完善等原因，选择参保的原住民比例并不高，不利于提高原住民保护野生动物的积极性。
３．２　 政策启示

（１） 尊重动物生态规律，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 随着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为从根本上降低原住民与野

生动物冲突的频率和强度，建议科研人员及管理决策者探索原住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野生动物行为变化

之间的关系［３３］，从野生动物的自然食源、种群动态、生境质量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等多方面深入挖掘野生动物

肇事的原因与机理。 此外，要尊重野生动物的生态学规律，并在充分尊重原住民意愿的基础上，合理开展土地

利用规划，适时建设生物廊道、动物食物源基地，在少数野生动物肇事突出的地方慎重考虑生态移民，保护野

生动物栖息地。
（２） 采取多种渠道，提升公众认知与意愿。 针对武夷山国家公园原住民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认知程度有

限、当地宣传不足的情况，除了加大防范野生动物肇事的宣传力度、提高对野生动物肇事的重视程度外，还应

鼓励原住民尤其是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积极参与国家公园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如加入生态巡护大队，增
设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以此提高对野生动物肇事的了解程度与容忍度，增强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１７］。 为减少

原住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保护当地野生动物种群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应尽快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

制［３３］，尤其是建立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运用市场手段引入野生动物致害赔偿商业保险。
（３） 实行社区共管，保护弱势群体的生计脆弱性。 针对传统防范方式成本较高、效果偏差的情况，建议协

同野生动物保护与原住民生计安全，优先考虑原住民的替代生计，特别是以务农为主的弱势群体。 通过调整

产业结构、经营民宿、发展旅游业等方式拓宽收入来源渠道。 实行社区共管模式，引导原住民积极参与到野生

动物工作的管理与决策中［１７—１８，３４］，并加强通信设施建设，鼓励原住民参与社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实现野生

动物肇事信息共享，减少损失；推进社区共管与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社区扶贫相结合以及野生动物保护与社区

经济发展相结合，实现野生动物保护与社区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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